




































































































































































































































































































































































































































































































































者们 很 难 将 文 化 因 素 从 制 度 因 素 中 分 离。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２０１１）利用移民群体样本从制度中分离
出文化因素。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群体在当地面临
相同的制度环境和社会规范，但是移民群体往往聚
集生活，保持着自己的家乡文化和习俗。利用移民
数据，经济学家就将文化从制度环境中分离出来。
这一识别思路与 Ｍｉｃ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 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
（２０１４）从种族层面考察文化作用的思路异曲同工。
Ｄｏｅｐｋｅ　＆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２００８）研究了英国工业革
命中不同阶层文化的作用。工业革命过程中，产生
于中产阶级的资本家代替了地主成了社会中的主要
力量。这一主导阶层转变的背后是社会主导阶层代
表的文化转变。在工业革命之前，金融资本市场并
不完善，富人靠收取租金度日并发展出了喜欢闲暇
的偏好；而中产阶级则从事需要依靠自身努力、技能
和经验的工作，发展出了忍耐和职业道德两种类型
的文化价值。这一文化的转变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
传承下来，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
（六）人力资本
增长的核心是人，历史中人力资本的因素和长
期增长紧密相关。近年来文献对人力资本的探讨远
远超过了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当年对人力资本因素的探
讨。从历史的角度对人口因素的考察，有两个层面
的问题：（１）人口数量对增长的影响；（２）人力资本的
增长效应。对东西方人口增长历史的观察，人们首
先注意到的是东西方人口增长率的不同。根据人口
学家的估算，前一个千年（公元元年至公元１０００
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１‰；后一个千年，中
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了１‰（葛剑雄，２００１）；这一
数值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口的增长率。中国人的高生
育率背后是其独特的社会结构：中国人往往以宗族
为单位集聚居住，子代受到宗族和家族的资助，往往
很早成家而开始家庭生活；而西方人在没有稳定的
收入之前，却多半不会选择家庭的生活负担。韦伯
（２０１０）从基督教文明的角度解释了西方社会的低生
育率问题。Ｖｏｉｇｔｌａｎｄｅｒ　＆Ｖｏｔｈ（２０１３）则认为欧洲
的战争、瘟疫、城市化降低了欧洲的人口增长率，使
得欧洲世界得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人们的创新和人口规模紧密相关（Ｊｏｎｅｓ　＆
Ｖｏｌｒａｔｈ，２０１３），人们的随机接触不仅能够增加创
新的概率，也加快了知识的扩散和传播（Ｌｕｃａｓ，
２００９）。显然，人口规模可以使得经济获得相关的创
新优势，这可以解释拥有庞大人口规模的传统中国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领先。但是这种优势在西方的科
学实验制度兴起之后便不复存在，科学家在实验室
短时间内有目的的试验次数超过了传统中国一个工
匠一生随机摸索的总和（Ｌｉｎ，１９９５）。同时，明清专
制而封闭的制度也阻碍了创新的产生，更没有能够
像欧洲那样发展出完整地鼓励创新的产权专利
制度。
Ｇａｌ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研究了各国近代化历程中人
力资本的作用。经过长期的历史竞争，幸存的农耕
文明站在近代化的门槛之上。更平均的土地占有意
味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平均和普通农民收入的提高，
普通农民能够有能力去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而不是
在生存线上挣扎。这样就提高了社会对教育等人力
资本积累的需求。此外，在一个地权相对均等的社
会中，社会更容易建立各种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制
度（如公共学校体系）。而这些制度，都支撑了经济
的长期增长。
Ｃａｎｔｏｎｉ　＆ Ｙｕｃｈｔｍａｎ（２０１４）研究了欧洲中世
纪大学在欧洲商业发展中的作用。商品经济的发展
需要相应的人才支持。中世纪大学打破了教会对教
育的垄断，为城市、手工业、商业培养了大量能写会
算的人才。由于商业的发展涉及大量的商业关系，
中世纪大学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法律人才，
中世纪大学的毕业生摸索出很多和商业发展相适应
的商业规则和商业制度。Ｂｅｃｋｅｒ　＆ Ｗｏｅｓｓｍａｎｎ
—０３１—
（２００９）研究了“宗教改革”的长期影响。“宗教改革”
打破了教会系统对宗教的垄断，普通教众可以通过
《圣经》直接与“上帝”沟通，成为“上帝”的信徒。这
一运动产生了一个效应，号召大家都来读《圣经》，无
形中提高了社会中的识字率，为欧洲的经济起飞提
供了人力资本的支持。
具体地，Ｓｑｕｉｃｃｉａｒｉｎｉ　＆Ｖｏｉｇｔｌ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５）区分
了人力资本中知识精英和一般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以１８世纪法国为例，探讨了知识精英对法
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他们利用当时的“百科全书”的
订阅数据来代理知识精英的分布。一般的人力资本
能够提高具体的生产效率，能够提高企业的收入，但
是在技术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知识精英作用更加
明显，能够使得企业家跟上技术革命的步伐，推动企
业采取新的技术。知识精英对企业、城市、国家来
说，更具有一种增长效应。
四、结束语
增长的现实和历史一直推动着增长理论的发
展，增长理论本身的演变实际上反映着增长的现实
和历史以及对增长问题思索的深化。当历史增长问
题重新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视野时，经济学家的研
究异彩纷呈。然而相关的研究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历史冲击、大分流、殖民遗产、制度传统、社会结构、
文化等激动人心的研究课题或许标志着增长理论与
历史研究的合流。它们都在解释一个共同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决定或阻碍着发展，“天下大同”是这个
世界的归宿吗？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０）对此满怀信心，他认为
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从英国扩散到法国、美国、德
国，传播到俄国、日本，又波及亚洲一些东亚国家和地
区。随着扩散范围的扩大，相关国家开始搭上增长
的列车，进入增长通道，这种扩散直到今天还远没有
结束。如果放宽历史的视角，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
的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收敛。增长的扩散有一个
过程，不可能所有的国家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各国
具体背景条件、国情千差万别，这些偶然性必然决定
经济增长有先有后，那些加入增长俱乐部的国家自
然会拉大与那些未加入增长俱乐部国家的差距。长
期来看，经济增长的收敛是绝对的；而对于世界各国
增长的发散（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问题，如 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２）所
说，收入不平等伴随着工业革命扩散所带来的好处
在历史上仅仅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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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ｒｎｂｅｃｋ，Ｒ．（２０１２），“Ｔｈｅ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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